
权，从此被击碎。传统时代，受知识存储技术的局限，普通人没有系统获取历史知识的途径。专业历

史学家却因为对历史知识存储的垄断而享受着历史叙述的话语霸权。唐史家李延寿利用在史馆参与

编纂“五代史”及《晋书》的机会，昼夜抄录五代旧事所未见者达十余年，才为撰写《南史》《北史》做好了

史料准备工作。从专业史家的角度看，李延寿的刻苦当然是值得称赞的。但对于无由接触史料存储

的普通人而言，这却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即使他也具有同样的刻苦精神。北齐史家魏收奉诏撰写《魏

书》，每言“何物小子，敢 共 魏 收 作 色，举 之 则 使 上 天，按 之 当 使 入 地”（李 百 药：《北 齐 书》，中 华 书 局

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８８页）。魏收虽是个案，但这种傲慢确实反映出传统史家在历史叙述领域所拥有的话

语霸权。然而，在信息存储与传播技术充分发展的今天，专业历史学家的这种话语霸权已然一去不

返。当今世界，信息存储的介质规模真可以用“方寸”来描述，信息传播的复制速度则可以用“瞬息”来
形容。在历史知识随手可得的条件下，历史学家的话语霸权随之崩溃。无论是易中天的《品三国》，还
是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都非专业史家的作品，然而他们在相关历史叙述领域的影响已远超任

何专业史家。当然，这还只是大数据时代初露端倪之际非专业史家的成就，可以想象，随着历史资料

存储、收集、检索技术的更新与发展，历史研究与历史叙述将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领域，会有越来越多

的非专业史家涉足其中，他们也会在这一领域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力。
显然，历史学家不应再自矜于自己的行业精英身份。未来，当记忆变得简单而廉价，遗忘却变得

十分艰难的时候，专业历史学家将不得不与史学的“记忆”传统话别，而致力于建设其主动性“遗忘”的
新型传统，并在这一开放领域与各类非专业史家同台竞技。

记忆的常态化不仅击碎了专业历史学家的话语霸权，也直接促成了历史学研究“记忆转向”的出

现。所谓记忆转向，实质上是传统时代记忆垄断的瓦解。随着记忆成本的大幅降低，公众史学、口述

史学等新兴史学形式才获得其发展的物质前提，而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记忆与追述也都可能因为记忆

成本的降低而得以铭诸史册。以往历史叙述中的单线索记忆，将为多线索记忆所取代。史学的“记忆

转向”，并没有改变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的记忆本质。从意义的解读看，它将促使历史叙述从“宏大”
向“零碎”的转化，历史叙述的意义也不再统一，必将呈现出多元的格局。

大数据带来的震撼才刚刚开始，信息存储与处理技术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未来必然出现的

加速发展，究竟会给历史学带来什么样的具体影响，目前擅下定论，都为时尚早。检讨技术革新在历

史学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革命性的推动作用，从而对当下正在发生的技术革命保持高度的关注，是极

其必要的。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２０
作者许兆昌，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授。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中国史学在数字化时代的变与不变

姜　萌

近年来，对信息技术如何影响中国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阅读相关讨

论，笔者发现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存在着需要厘清之处，特别是我们如何衡估信息技术在哪些方面给史

学带来了变化，以及我们怎样看待这些变化。因此，本文着重从史学认识论的角度探讨相关问题。

一　三个值得辨析的小问题

归纳学术界有关讨论，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小问题值得首先商榷：（一）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新

材料”是什么样的“新材料”？（二）怎样在宏观的学科背景中理解信息技术对史学的这次冲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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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史学面临的是“数字化”还是“数据化”？
陈寅恪曾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

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６６页）这一论断，最近在讨论信息技术发展对史学研究影响的论文中一再

被引用。引用者们普遍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史料占有变得更容易，史学研究者可以发现更多的

“新材料”。可是，却鲜有人注意到，陈氏所谓的“新材料”，譬如“敦煌文献”等，基本上是此前从未出现

过的材料。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史料扩展，大多数不是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材料，而是一直存在但由于

种种客观限制使从业者不方便阅读或使用的材料。二者所说的“新材料”并非一回事。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信息技术的“新材料”之“新”，是新在表现形式上：或是电子文本，或是音视频等新样态材料。
其实，讨论信息技术发展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引用陈寅恪之说，远不如傅斯年之说切题。傅斯年

在１９２８年刊行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

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并认为“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

的便退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本 第１
分，１９２８年，第３～５页）。二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一直比较关注社会科学发展对史学研究的影响，
而对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关注不多（前一次大规模关注是“老三论”“新三论”）。随着信息技术的

高速发展，各类数据库的快速建设，史学研究逐渐步入了“数字化”，传统时代史料获取的障碍正在快

速消解，研究者检索及占有史料变得较为容易。这正是自然科学发展对史学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
在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关注大数据多年以后，史学界也越来越关注这一话题。或许我们应该从更

宏观的学科背景中来审视当前的中国史学：在多年吸纳社会科学的观念与方法之后，史学将从自然科

学、特别是信息科学的发展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就目前而言，信息技术发展给中国史学带来的动力，主要是史料的“数字化”，而非史料的“数据

化”。借助信息设备和技术，很多典籍、史料或研究成果已经被数字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各种各样

的数据库，史学研究正在逐渐摆脱纸张、减缩空间、消融阅读障碍，使研究的开展所需之物质条件越来

越低。但是，这些都是“数字化”的表现而非“数据化”的表现。就中国史学研究的现状来看，“数字化”
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史学界还完全谈不上

充分的“数字化”，“数据化”才刚刚起步，更谈不上“大数据”。即使是努力利用数据进行研究的量化历

史研究，目前也谈不上是“大数据”。如所周知，已在多个领域展开的历史量化研究，最大困难恰恰是

数据的生成。即使如李中清、陈志武等人以清代档案为基础的经济／社会量化历史研究，其数据也难

说是“大数据”。“大数据”是在信息存储技术广泛运用之后出现的，就目前中国史研究领域而言，或许

只有当代史研究才能利用“大数据”。

二　数字化给中国史学带来的变化

相较于传统时代，近些年的中国史学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毋庸置疑，这种变化主要是数字化引起

的，在享受数字化便利之同时，我们也应该有基本的警惕之心，即数字化于史学研究是一把双刃剑，给
中国史学研究带来的影响有好也有坏。以学界已有之探讨和笔者之感受，这种影响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正面看，史料的获取变得更加容易；从反面看，“检索依赖”会造成史料的类型遮蔽，特别

是反证材料的遮蔽。十数年来，国内外建设了数十个史学数据库或档案数据库。某些数据库，特别是

一些比较成熟的古籍数据库，有多种检索功能，只要输入字词，就可以检索到数据库中所有的相关内

容。此前需要经年累月阅读累积的材料，现在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可得到，可谓便捷。中国近现代史

等领域，由于史料量太大，数据库建设还难称详备。很多报刊、档案尚未数字化，在近期亦无大规模支

持全文检索的可能。即使如此，这些领域获取史料也比过去便捷得多。一言以蔽之，与传统时代相

较，数字化已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空间距离、借阅资格等阅读文献的障碍，使从业者可以获得、占有更

多的史料。这是数字化时代给研究者带来的有益变化。不过，在享受方便之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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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数据库检索，同类史料检索是最容易操作的，但是异类史料检索是很不容易操作的。这很有

可能导致史学研究对反证材料的进一步忽视。毫无疑问，忽视反证材料的史学研究，是不能经受时间

验证的。另外，“检索依赖”也会导致对史料的解读脱离历史语境。正如李振宏先生所言：“我们实在

无法想象由无数孤零零 的 没 有 历 史 气 息 的 材 料 断 片 的 组 合，能 够 反 映 真 实 的 历 史 场 域 中 的 任 何 问

题。”（李振宏：《〈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努力追求在历史语境中书写历史》，《博览群书》２０１５年第

７期，第８１页）
第二，从正面看，史学信息传递的速度大幅度提高；从反面看，信息愈发嘈杂。日渐成熟的期刊论

文库、报刊库等，使学术论文出版不久，就可以快速传递到需要者的手中，有关史学研究的专题网站、
社交软件公众号，更是和移动终端结合起来，极大地消除了空间距离等史学信息传递的障碍。可以

说，在当今时代，只要拥有数据库使用权和可登陆网络，任何一个有阅读能力的人都可以较快关注学

界动态，并尝试开展研究工作。这在传统时代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是，这种传播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

问题，即信息源制作者和受众的有意识选择。可能因为这种有意识选择，而忽略了大量其他信息，或

制造了干扰信息。换句话说，数字化时代的信息传播在多元性增加、速度提升的另一面，是以牺牲了

信息全面性、权威性为代价的（邱东：《大数据时代对统计学的 挑 战》，《统 计 研 究》２０１４年 第１期，第

１６～２２页）。史学研究者如果接受的信息是单线的、片面的以及过多噪音，史学研究将会进一步碎片

化，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虽然有“非碎无以立通”之说（罗志田：《非碎无以立通：简论以碎片为基础

的史学》，《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０页），不过尚未见学界找到“以碎立通”的良策。
第三，从正面看，量化历史研究的开展更加方便；从反面看，过度提倡量化研究容易丢失了“人”。

以计量的方式研究历史现象，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东西方史学家倡导，但手工搜集材料、统计数据，笨
拙而易出错。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同类资料搜集变得快捷，数据的提取、模型的建构等，也更高效

和精准。近年来，李中清、曹树基、陈志武、孙圣民等学者利用明清以来保存的科举、户籍、刑事案件、
经济档案等文献中的数据，来研究明清以来的科举、社会流动、人口变动、妻妾价格、经济发展等问题，
已经取得了为学界关注的成绩。黄一农、金观涛等学者利用数据库研究政治史、宗教史、文化史、思想

史、观念史的尝试也颇为人瞩目。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史、科技史、社会史等领域的量化历

史研究，会迎来一个发展的高峰。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量化研究只适用于一些特定的领

域，而且它的优点与风险同样突出。优点是可以处理大量散乱无序的数据，更规范地揭示历史表象背

后的一些演变轨迹，风险是由于处理的数据量太大，一个假设或关键数据错误，就会导致整个研究价

值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量化研究可能将无数个活生生的人，变换成冷冰冰的数字，而使史学失去

了对“人”的核心关注，失去了温度。中国学院派史学已经基本丧失了叙述书写能力，如果再失去了对

“人”的关怀与敬畏，中国史学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衰落。
除以上三点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一些工作变得容易展开。比如编年体著作的编纂、词汇概念

演变的梳理、史源的追溯，以及史学知识的普及等。对这些影响进行分析后感觉到，虽然影响是显著

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但基本上属于工具层面。那么，我们禁不住要追问：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是仅仅限于工具层面，还是会带来根本性冲击？

三　数字化尚未重塑中国史学的基本作业路径

数年以前，黄一农教授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中提出构建“ｅ－考据学派”的

想法，并指出：“如果我们无法在扎实的传统史学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资讯工具以强化梳理和钻研史料

的能力，而仍旧安于文献的摘引、复述与排比，或将愧对科技进展所赋予这一代史学工作者的特殊条

件。”（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序”）对于黄

先生提倡的“ｅ－考据”，有人赞同，有人质疑担忧。针对质疑或担忧，张瑞龙指出：“ｅ－考据是传统文史

考据方法在ｅ时代的衍生、革新和研究手段的多元化、立体化，是ｅ时代由于新工具和新方法的使用

出现的史学革新，是一种新的知识类型。”“ｅ－考据”对研究者的“知识、素养和功夫，提出更高、更具体

的要求”，因为“ｅ－考据”不是“ｅ搜索”，而是一种“立体”史学（张瑞龙：《ｅ－考据是“立体”史学而非“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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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３日，第Ａ８版）。对于“ｅ－考据”，黄一农先生的理解是“最高

境界就是去掉ｅ”。换言之，在ｅ时代，“文史研究依然航行在实事求是、质朴谨严、讲求‘无一字无来

历’的乾嘉学派的遗产大河里，只是ｅ时代的后浪推将起来，把学术的标准抬得更高”（任思蕴、李纯

一：《当乾嘉学派遇上互联网》，《文汇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７日，第６版）。

围绕“ｅ－考据”发生的这场学术争论，规模不算大，却可能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一个不会轻易抹去

的印记。因为这是中国史学从传统时代向数字化时代过渡的第一场争论。数百年的现代历史学发展

历程已经证明，新旧嬗变是常态。在新旧嬗变的过程中，对于新生事物，一定有人表示欢迎，也一定有

人表达疑虑甚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以谨慎的肯定态度对待新事物，或许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

其实，新生事物的提倡者，大多也是持此类态度。黄一农、张瑞龙等“ｅ－考据”的实践者对于“ｅ－考据”

的思考已经说明了，“ｅ－考据”是既有中国文史研究作业路径之升华和提高，而非要另辟路径。

观之于其他实践者，也有类似的阐述。金观涛、刘青峰在其《观念史研究》中，强调无论是数据库

的建设，还是利用数据库进行研究，都需要深厚的史学基本素养：“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仍是

研究者能否有效地利用挖掘出的大量数据，结合历史背景和文本结构分析，概括出某一时代某一普遍

观念的理想类型，这依然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换言之，“如何对统计分析结果作出更为细致深

入的解释梳理，从而勾勒出观念演变的线索，仍然要依赖研究者的创造和综合能力”（金观涛、刘青峰：
《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６～７页）。作为大陆地区将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结

合的先行者之一，陈爽也指出，当史学从业者以数字化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穷尽史料”之后，“所期待

的‘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并没有到来，我们依旧要在那几部最基本史著的字里行间寻求突破；技术手段

的更新，也并没有带来终极意义上的学术思维革命，前辈学者经典学说的理论框架短期内尚难以全面

突破，我们所做的只是在修正、完善和细化”。他以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在数字化时代，要想“准确分

析鉴别和合理地运用史料”，关键还是史家的才识和学养，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回归传统，重温那些

貌似过时的治史门径之谈，以前贤的经验与智慧应对数字化时代史学研究所遇到的挑战与问题”（陈

爽：《回归传统：浅谈数字化时代的史料处理与运用》，《史学月刊》２０１５年第１期，第１５页）。即使是

对历史学界不重视“定量研究”有所批评的李中清、梁晨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对各种历史

材料的深入理解，很可能会在整合不同资料构建量化数据库的过程中产生种种问题。构建量化数据

库并非单纯将历史材料‘电子化’，而是需要凭借历史学者对原始材料的深刻理解，创造性地进行归类

和整合”，更重要的是，“研究者需要有对特定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才能选择合适的定量分析方法并

正确解读分析结果”（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 研 究》，《历 史 研 究》２０１５年 第２期，第

１２５～１２６页）。也就是说，量化分析只是技术手段，根基仍是研究者长期努力形成的功力与见识。

根据这些实践者的思考，我们已经大致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尽管数字化对中国史学研究产

生了显著的影响，却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史学研究的基本作业路径。即，史学从业者必须通过阅读和训

练形成专业素养，形成问题意识，并以此为基础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得出新的史学认知。换言之，没

有问题意识，没有辨别和分析史料的能力，没有合格的语言驾驭能力，就不会有利用信息技术工具发

现史料的能力，更不会有利用这些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探讨的其实只是史学的一个面向，即史学研究。对于史学的另一个面向———

历史书写，数字化的影响可能要更加微弱。古今中外，对于“良史”的基本要求是，抗拒外来的胁迫与

利诱，秉持公心，“对于存留人间的史料充分掌握，对于许多看似混乱的事件提出一套有说服力的解

释，以及对于过去的真实，进行完整、生动而优美的表述”（古伟瀛：《撰史凭谁定良窳———试论“良史”

的变与不变》，《台大历史学报》第４４期，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第３１～３２页）。史学的核心永远是人，是人性

创造了数据，而不是数据创造了人性。因此，无论何时何地，“真正的史学，必须是以人生为中心的，里
面跳动着现实的生命”（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９页）。如果史学界还承认这一点，那么数字化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可能

主要还是体现在形而下的工具层面，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书写的意识与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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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史学认识论的新问题

虽然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数字化尚未给中国史学带来根本性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史学界可以

忽略对这一动向的关注和思考。实际上，除了形而下的工具和方法，数字化已经给中国史学认识论提

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一，信息技术给史学研究带来的真的仅仅是工具？从前文分析来看，信息技术给中国史学带来

了新的工具，特别是史料利用、史学传播的新工具。一些学者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工具来更好地

进行史学研究，也提出了“ｅ－考据”等研究方法，但主要还是偏重于工具层面。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

一步追问，信息技术除了给史学研究带来工具，是否也可以在意识思维层面有所触动？《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中提出，大数据将会给人类带来三个颠覆性思维变革：不是随机样本

而是全体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如果这三个思维变革是成立

的，那么历史学未来将何以自处？众所周知，史学研究虽然处理的不是随机样本，却大多是个体文本

而非全部文本；史学研究总是希望得到稳定精确的认识，使混杂变得清晰明了；虽然史学界已放弃了

对绝对因果关系的追寻，可是多数人还是希望可以梳理出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对于大数据带来的

思维变革，当前人文学界对此已有一些注意，不过探索基本还停留在表层（郭华东等：《自然科学与人

文科学大数据———第六届中德前沿探索圆桌会议综述》，《中国科学院院刊》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７０７～
７０３页）。在快速发展的数字化时代，史学从业者对此类问题似应保持相当的敏感度和思考耐心。

第二，电子文献是否完全可以视为第一手文献？如今数据库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甚至成为很多

史学研究工作者最主要的史料获取来源。但是，有一个问题鲜有人讨论，即电子文献的性质。在史学

研究中，有一手、二手文献的问题。在传统时代，一手、二手文献的区分还是比较容易的，但在数字化

时代，如何区分则不是那么容易。一般说来，电子文献有原件扫描、纯文本化后重新编辑两大类。以

原件扫描方式呈现的文献，又分为两类。一类是选择性扫描，即扫描制作者在扫描制作时会对原始文

本进行判断，有选择地进行扫描制作。这种数据库的问题是可能略去一些页面或信息，比如一些近代

报刊数据库，会将广告等省略，而对于一些研究者来说，广告恰恰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类是原件整体

扫描、整本呈现。这一类要比前一类能保存更多的信息，但仍不能做到信息的完全传递。电子文献与

纸本文献最重要的差别正是信息的流失或遗漏。纸本文献本身就是一种物质文化史料，能够将其承

载的信息最大化地呈献给阅读者，而电子文献则是文献数字化处理过后的虚拟再现，无论如何努力保

存更多的信息，都无法与原始文本完全一样。那么，它的属性该如何判定？还有一些数据库，将内容

纯文本化后再编辑刊布。这些整理后的文本究竟是一手文献还是二手文献呢？查到的文献还需不需

要和原始纸本文献进行对勘呢？毋庸置疑，这种形式的电子文献，使用起来可能更方便，但是错漏或

信息遗漏的几率也更大。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过一些专业机构制作的专业数据库存在的问题，此处

不再引述。至于音视频等新样态史料，如何定性更是不易确定。
第三，如何看待量化历史研究？近些年来，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在量化历史研究方面走在了前列，

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或非议。比如陈志武教授的团队以“清代中国１７３６年到１８９６年间

７３２１６件婚姻奸情类刑科题本案件”为基础，对清代“妻妾价格”进行研究，得出了“粮价越高时，妻妾价

格尤其是买卖妻妾的价格越低”等结论，并证实了“女性被用作避险资产”假说。这一研究披露之后，
引起了一些关注和争论（陈志武：《用大数据的量化来研究历史》，《南方人物周刊》，２０１５年第１６期，
第６６～７１页）。对于陈志武的研究，比较常见的一种批评意见是，不用研究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
因为人类的常识已经告诉我们，灾荒时期，除了可食用的物品，其他物品都要贬值，灾荒程度越高，其

他物品贬值的幅度越大。人类常识已经告诉我们的认知，实在没必有再劳师动众去用数据进行证明。
其他一些量化历史研究，也受到了类似的质疑。这是不是意味着量化历史研究无意义呢？是不是意

味着用量化研究来检验历史经验无意义呢？从史学本质属性来看，如果还承认科学性是史学的根本

属性之一，那么这种研究就是有价值的。因为常识基本上是以众多人的历史记忆（生活经验也是历史

记忆的一种表现形式）为基础归纳概括而成的意识，它是模糊的，未经验证的。根据档案等材料、以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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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科学要求的研究来对常识进行验证，可以使人对常识、对历史有更深刻准确的把握。就当前史学界

而言，对量化历史研究已经是比较接纳的态度，学界比较抵触的是当前一些量化历史研究者的过分自

信，亦即将局部的、特定条件下的结论普遍化（曹树基、陈意新：《马尔萨斯理论和清代以来的中国人

口———评美国学者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历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１期）。无论量化历史研究如何发展，
史学界都应有这样的清醒：由于传统中国很多时代的档案保存不够完整，中国史领域的量化历史研究

只是在文献可支持的局部研究，其结论是在有附加条件下得出的，也只在局部或特定条件下有效。
除了以上三个问题，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史学认识论提出的新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数字化的时

代，人在何处”“不可量化的历史，该如何处理”“怎样看待音视频等新样态史料”，等等。这些问题是新

时代给史学从业者提出的新问题，史学从业者需要积极主动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深思熟虑”。马克·
布洛克曾经说，培养历史 学 家“合 理 的 工 作 方 式 的 最 可 靠 的 途 径，是 一 种 深 思 熟 虑 之 后 的 选 择”（马

克·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０页）。因

此，历史学界面对信息技术的冲击，保持稍稍的谨慎，并不能武断地认为是历史学家之“心理障碍”（杰
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３３页）。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数字化浪潮尚未重塑中国史学的基本作业路径而停止探寻的脚步。停止了思

考，任何学科都将会变得苍白无趣，失去存在的合法性。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明德青年学者”项目（１３ＸＮＪ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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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萌，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８７２。

大数据时代史学的人文关怀

顾 晓 伟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及其史学，人们常将互联网或大数据时代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一个里程碑事件，其地位不亚于人类社会从口述传统向文字书写传统的转变，其效应也不逊于近代古

腾堡印刷术的推广所带来的社会和知识革命。比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孔多塞就将印刷术的发明

看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第八个时代，在他看来，印刷技术所带来知识的广泛传播及其公共领域的形成

是推翻君主专制主义的利器［参见孔多塞著，何兆武、何冰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８０～９９页。关于印刷术所带来的社会变革亦参见马歇尔·麦克卢汉：《谷登

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ＭｃＬｕｈａｎ，Ｔｈｅ　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　Ｇａｌａｘｙ：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ｙｐ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Ｍａｎ），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２年版；关于大数据所带来的史学变革可参阅罗 伊·

罗森茨维格、安东尼·格拉夫顿：《连网的克丽奥：数字时代史学的未来》（Ｒｏｙ　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ｒａｆｔｏｎ，Ｃｌｉｏ　Ｗｉｒｅｄ：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如此来看，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人类社会的变革必然掀起人类的知识表达形式乃至知识观念

的变革，信息存储与传播方式的深刻变革也将颠覆人类以往的知识生产模式。国际知名刊物《历史与

理论》杂志社２０１０年组织学者讨论下一个５０年“计划”时，就有学者指出，在新媒体生态下，数字化技

术和互联网技术能够提供新的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的新工具，而新的文化实践所带来的交互式读写

方式也将变革我们的独自论文写作以及历史叙事模式［参见安·芮格妮，“当论文不再是媒介：网络时

代的历史叙述”（Ａｎｎ　Ｒｉｇｎｅｙ，“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ｕｍ：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ｇｅ”），《历史与理论》（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１００～１１７页］。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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